
以美学为信仰以美学为信仰
————河北青年作家与阿来对话河北青年作家与阿来对话

近日，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延青、河北文学院院长司敬雪
带队，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及特邀评论家一行赴四川巴金文
学院进行交流访问。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家阿来应邀与河北作
家评论家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文学座谈。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赵智主持会议，郭宝亮、崔立秋、康志刚、程雪莉、唐慧琴、梅
驿、蔡楠、常聪慧、左小词、清寒、李艳辉等作家评论家参加了
此次活动。

赵 智：四川省作协和河北省作协早就结成了“对子”，建
立了互访机制，已经成功举办过两次互访交流活动。河北文学
院组织的寻访文学名家活动为作家们相互交流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先请作家阿来发言。

阿 来：我刚从湖北回来，去了湖北的黄冈，过去叫黄州，
我去看看四川老乡苏东坡被贬的地方。这是他一生的文学高
峰期，又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在那里待了1000多天，
写了500多篇作品，大概每两天就写一篇作品。他最有名的作
品几乎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比如《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
赋》和《记承天寺夜游》，还有书法作品《寒食帖》等。这是为什
么？虽然司马迁曾说文人要受折磨，也确实有很多文人在人生
逆境的阶段爆发出很强的审美创造力，但是文人终究不是为
受虐而生的。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今天的文人和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从
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大学文学院系的师生们专门研究文学，
文学研究成了一些人吃饭的工具，可以凭借它来评教授、博
导。对我们写作者来说也是，这个人是写小说的，那个人是写
诗的。我们是把文学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即便是业余写作的
人，他也是准备成为一个作家，有一天要靠这个东西养家糊
口。往大一点说，可以靠这件事情扬名立万。写作职业化造成
今天我们写作与生活的分离，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不在文
学状态里的，不在文化人需要的状态里的。就像说今天我要上
班一样，我们打开电脑要写东西了，就给自己下指令，现在我
是一个做文学的人，要用文学的思路思考，要写一篇小说、一
首诗歌、一篇散文。而在大部分时候，我们自己跟文学没有什
么关系。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身边平常人的方式、平常人的规
则在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状态中，美学的、创造性的、艺术家最
需要的东西几乎不起作用。在这样一个写作变成一种职业，实
际生活大部分与我们写作所需要的文化与情感状态并没有特
别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分离也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的一
些问题。

所以我要去看看，看看苏东坡最倒霉的时候是怎么过的。
结果我一看，人家即便在那么倒霉的情况下，也保持住了生活
的美学品质。苏轼先后搬了3次家，先住在驿馆里，再借住到寺
院里，后来才造起了自己的房子。生活非常困难，要自己开荒
种地。当时，太守给他划了一块地让他去种，那十几亩地叫“东
坡”，“东坡居士”这个名号就是这样来的。当时他遇到了很多
困境——现实生活的困境、政治前途的困境、思想观念上的困
境等等，知识分子的所有困境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只能到处
求佛问道。苏轼跑到寺庙里去打坐，一坐半天，不行。跟道士
炼丹，也不行。我觉得最后就是文学拯救了他，每天都在那样
的状态中，每天都在写作，而且不是像今天这样职业化地写
作，而是在那样的生活状态中寻找美、发现美。这使他得到了
慰藉。

我想中国文学要想做得更好，有一点就是要解决文学生
态的问题。过去我们经常从外部去求创作条件，一个健康正常
的社会自然也有责任为每一个人，包括为知识分子、为文学家
创造一个宜居的、宜于创造的环境。文学也不是说不能围绕大
局，但是文学还是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从外部来求，是一种
求，但是我们更要从内部来求。我之所以这么想，跟自己的经
历有关。因为我来自一个贫苦偏僻的地方，也没怎么受过正经
的学校教育。几年以前，南方的华语传媒给了我一个奖。得奖
的人都要讲获奖感言，最方便的说辞就是感谢一大堆人，但是
我觉得我都不用感谢，我说感谢文学。因为是文学把我变成这
个样子。我的教育是通过文学来自我完成的。我是自学文学，
大量地阅读，大量地思考，少量地写作。我写得不多，同时代的
作家中我是写得最少的，但是我老在琢磨这些事情。我觉得文
学最终还是像得道修炼一样，是自我完成。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讨论
宗教信仰的问题。其中一个观点说，从中国的传统来看，美学
可以是我们的宗教。他们的讨论对我很有启发，虽然它不可能
变成全民的信仰，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些做文化的人、以
文化为事业的人，应该珍视对美、对美的生活的追求和发现。
我自己慢慢在实践。过去我们的先辈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比
如刚才说的苏东坡，在他的一生当中，依靠美学首先是自我成
就，然后是自我人格的塑造和完成，在艺术上达到难以企及的
高峰。杜甫也一样，他在成都生活虽然有困难，但他是非常享
受生活的，写了大量的诗文记录他平常的生活，这些生活是充
满诗意的。他刚刚盖起草堂，觉得门前有点荒芜，马上给做地
方官的朋友写了一首诗，很幽默，就是写我家搭草堂了，门前
什么都没有，只有些野树，过两年我想看桃花、吃点桃子。这个
县官明白了，送了 100 株桃树苗过来，栽上了。家里少一些炊
具，朋友高适在附近做官，杜甫给高适写了一首诗，说我听说
你们那个地方瓷器不错，高适就给他送来了瓷器。他的美是完

全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文学是我们一生
的事业的话，也应该是这样。

李延青：阿来从自己的文学活动谈起，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对文学的理解。他是谈作家和生活的关系，其实是谈作家的立
场、存在方式和生命、境界问题，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值得我们
深思。

司敬雪：就像阿来讲的，这种文学与生活分离的状态确实
是一个客观存在，也确实非常可怕。我们非常有必要反省自
己，反省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的写作。应该像对待宗教一样
来对待我们的写作，在写作中克服功利主义潮流加在我们身
上的枷锁，写出我们生命的丰富性和精神飞翔的美感。

郭宝亮：我觉得阿来写藏族土司的历史时视角很独特，从
一个“傻子”少爷的视角写。您小说里写的傻子形象，很像汉族
民间故事里的傻子、《庄子》里的浑沌。您当时写作的文化资
源，当然有藏族文化，但是跟汉族文化有什么关系吗？

阿 来：藏族地区书写传统相对比较弱，但是口传文化很
强大，每个家族、村落，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故事，大部分都是靠
口传下来的。1987年，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阿古顿巴》，顿
巴是人名，阿古是舅舅或叔叔的意思。在藏族故事中有两个著

名人物，都是成系列的，一个是格萨尔王，还有一个就叫阿古
顿巴。阿古顿巴是一个民间小人物，没钱，没权，甚至长得也很
不好看，代表的是藏族民间的弱势群体。阿古顿巴总是以弱势
挑战那些强势群体，跟喇嘛挑战，跟财主挑战，跟官员挑战，跟
贵族挑战。他都是在最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获胜。阿古顿巴、格
萨尔王的故事我很熟悉。所以《尘埃落定》这个故事中傻子形
象的塑造是和阿古顿巴有关系的。在《尘埃落定》之前我已经
为这个人画了一个像，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一步一步地形
成了《尘埃落定》。

当然我也接触到了其他民族的书面故事，我读过很多魔
幻现实主义作品及其理论。第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胡安·
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此前的小说是非常
写实的，而且特别像中国小说，冷静，白描，几乎没有心理描
写。但是，他忽然就写出了《佩德罗·巴拉莫》。《佩德罗·巴拉
莫》再版的时候是马尔克斯写的序，他说从巴黎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已经写了5本书，但是都不太成功。那时他待在
墨西哥，有一天一个朋友给他几本书，抽出其中最薄的一本，
扔在他面前说：老兄，学学吧。就是这本《佩德罗·巴拉莫》。这
本书从政治批判的力度上讲可能要超过《百年孤独》，因为它
直接写了一个拉美军政府的独裁者。魔幻现实主义对我是有
启发的。不过这个启发不在什么文本，而是对民间传统的重新
发现。民间的表达除了审美方式、题材之外，其实也是立场的
表达，也是有别于官方的表达。民间表达中讲故事的人总期望
把故事讲好，所以他对美学的服从是更多的。

当前对文学的民间资源重视得不够。我之前写过《文学表
达的民间资源》一文。可惜我们的文学批评者在今天很难注意
到这些，因为研究民间文学的是另外一拨人，他们大部分又不
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可能是做社会学的、民族学的、人类
学的研究，在里面找资料。所以我们的民间文学、口传文学的
资源，如果没有被当代文学批评纳入视野的话，确实是一件很
遗憾的事情。

蔡 楠：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再到《空山》，您始终
贴近川蜀藏族，静听这个民族心脏的跳动，并把这种声音用文
字放大，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
界的。但您首先用世界的结构、表达，来书写最民族的故事、
题材。

阿 来：其实不是我们要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我们扑面
而来。现在经济上我们经常讲全球化。实际上，文化上的全球
化早就开始了，从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就主动进入全球化的格
局。在思想上，就是关于人的价值的认定，可以表述为人道主
义。如果说我们的写作没有基于世界已经达成共识的对于人
的理解，那么我们的写作就失去了跟别人对话的可能性。在小
说的技术上，也是全球化的技术了。我们很难说我们发明出一
种跟全世界作家都在使用的小说技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局

部有可能，但是整体上我们要摆脱整个世界格局对小说共有
的方式，说得绝对点，我认为是没有可能性的。当这样两个前
提确定下来，每个人只要好好书写自己的故事就可以了。每个
人都会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关系中，
我们在中国，地理是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人
的生活历程是中国的，自然而然就带有中国元素，而不需要特
别去发掘。

中国作家还可以再区分。比如我自己，上帝把我空投在这
样一个地方，我没有办法选择，出生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样的
山水、人群，经历的是那样的生活，是那样的地理、文化、人群
的际遇塑造了我的基本情感形态。然后我按照这样的情感形
态写作，我的地方性、地域性、民族性等，都会自然而然带入进
来，想回避都很难。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地去寻找。我常
提醒自己是文学家，不是文化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我的写
作不是要告诉别人什么，而是我自己有困境，要通过写作梳理
自己，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

比如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对自己之前写的作品完全
否定，但又找不到新的路。于是经常出去走走。阿坝很大，7万
多平方公里，那四年，我不敢说去过每个村，但我去过每一个
乡，听各地民间传说。出发的时候自己都会背着书，经常会拿
两本诗集，一本惠特曼的，一本聂鲁达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人
是那样的宽广，那样的介入现实，当然我也会搜求大量的地方
史料。一路上，我也没有想过写小说。直到1994年，那时家里买

了电脑，我就在那儿敲字，学五笔字型，打《古文观止》。后来打
字越来越顺手，有一天，我觉得可以写小说了，就开始写《尘埃
落定》。我也没有想过写成什么样子，就慢慢写。5月份开始动
手，写到7月份，世界杯来了，停了一个月，后来又接着写，到冬
天写完。我至今觉得那个情景很美妙。我的窗户外是山坡，一
片特别漂亮的白桦树。我们那个地方有点像东北，春天来得比
较迟，5月份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白桦树刚刚开始发芽。随着小
说像一个交响曲慢慢长起来。到了夏天，白桦树叶绿了，小说
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那一部分。到了秋天，白桦树开始掉叶
子，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开始走向他们的没落。小说写完了，桦
树林叶子掉光了，树林下是残雪，我的心境也是特别萧瑟的。
我觉得不在于小说怎么样，那大半年的写作过程，天天看着窗
外的白桦林，我觉得那片树林跟我故事的成长，保持了特别协
调的一致性，我自己的情感也达到了释放。我觉得这辈子可能
永远也达不到苏东坡、杜甫他们那样的高度、那样审美的典雅
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很安慰，至少我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中
有过那样特别美妙的体验。所以后来我讲，这个书成不成功对
我不重要。

藏区解放是1950年，把整个世纪一刀切开。《尘埃落定》写
了20世纪前50年，写了一个旧制度、旧世界的瓦解和崩溃。接
下来我要写新的，于是《空山》写了后50年，写新制度的建立。
我在《空山》里问的是新社会建立起来了吗？新社会建立起来
了。我又问，老百姓为构建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付出了什么，得
到了什么？讲述这段故事，不能太过于魔幻，《空山》就变成了
写实的风格。小说用什么形式和风格，是由内容决定的。写完

《空山》又接着写《格萨尔王》。今天藏族文化是这样一个状况，
《尘埃落定》写了一个近因，《空山》描写了一个现状，那么我想
它还有一个远因，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文化问题。刚好英国的一
个出版社要找两个中国作家重述神话，苏童写了一本，我写了
一本《格萨尔王》。然后我又写了一本《瞻对》。中国作为一个多
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值得关注，所以就有了

《瞻对》。这本书主要是史料足够丰富，没有任何虚构。这几年
出现了“非虚构”写作热潮，这部作品刚好撞到这个概念里了。

康志刚：您是藏族作家，但用汉语写作。您在写作中是怎
样把藏族文化、汉族文化结合的？

阿 来：我是乱读书的人，经常读佛经。佛经里反对“分别
心”，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认知世界的状况，我们为了表达
方便，把不同的事情分门别类。把人群分类，经常用文化和民
俗划分。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都特别刻意强调自己的身
份的话，这个社会可能有问题。

当作为一个书写对象的时候，藏族的题材对我很重要。但
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尽量忘掉这个身份，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眼
界打开。我在汉语中收获很多，更多的是通过汉语走向世界文
学和思想。我不太想讲文化，更愿意讲生活和人生。我熟悉这

些人和生活，观察这些人，自然会带出文化来，不用去刻意寻
求。很简单，比如早餐，他们肯定喝酥油茶，不会吃面包，这是
地理和文化的特色，很自然就会出来。

清 寒：当写历史题材的时候，对历史场域的缺席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疏离感；写当代题材时，又因为距离太近带来视觉
和表达上的局限性。看了您的《尘埃落定》和《空山》，横跨百年
历史长河，却写出了很完美的气象。我不知道您是否感受到我
所说的那些书写困境，是如何解决的？

阿 来：历史题材我觉得相对容易点，虽然我不在现场，
但是中国是一个历史典籍很丰富的国家，有官办地方史志的
传统，有民间传说的传统，都保留了大量的细节，包括当时的
生活细节、生活方式。毕竟我们都是那些人的后代，回到过去
很容易，重建当时的生活场景也很容易，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占有资料足够多、足够熟。现在的作家写作太功利，
拿到一点材料就要编进作品里，其实有大量帮助我们建构当
时历史细节、生活场景的资料未必都要带进作品中，但是我会
读很多东西。处理当代生活，很多时候是你第一次去处理，可
能很难找到别人提供的经验，所以我也觉得有难度。只有一个
标准，就是审美，文学写出来，当然要尽量写得有美学气象，读
起来至少得舒服。虽然没有更多的经验，但是在审美上、语言
处理上要注意。我始终相信中文是最有表现力的语言，有形状
有声音，有特别的音韵和节奏。

另外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情感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编
造小说，情节很好，但是觉得人进不去，就是情感没有进去。
文本也是情感的文本，情感是最深的最潜在的东西，它跟小说
的情节呼应得很好，语言也好，小说的节奏感自然就出来了，
而且是一种特别舒服、特别深刻的节奏感。小说的深度不是
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度，但有的时候一个作家只注重情
节的设置和思想的挖掘，以至于我们读到这些文本时，知道小
说家的情感没有进去，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们要处理
今天的文学，除了表面的推敲、锤炼，更重要的是作家的情感
投入。当下的小说也希望把文本说得幽默一点、别开生面一
点，这些都是匠气。最重要的还是作家的情感，我写作少的
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我曾说，我写得少不是没有故事，而是
因为我没有冲动，没有表达的需要。

清 寒：您的小说在语言上有独特的风格，同时又有严肃
的人文关怀在里面。一部作品的趣味性和严肃的人文关怀的
配合是有规律的吗？

阿 来：没有。但重视小说语言是毫无疑问的。我很怕自
己写得不够美、不够典雅。文字的伟大就在这，所以我不能忍
受别人把语言处理得很糟糕，那是不尊重祖先的表现。所以我
一直在语言上是很警惕的。至于思想上达到的程度，不可强
求，作家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突然变得有思想。思想都是我们
平常在读书、观察社会时逐渐积累的，不会是在写一篇文章时
发明一种思想，那只是对世界的怀疑和批评、期待，我甚至认
为文本的深度更多时候不是思想，是情感。一篇小说写得多么
好，最后提炼主题，就那么一句话。作家搞思想，哲学家要哭
了。当然思想会潜在地出现，这些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这些不
需要在小说当中强行去寻找，或者生发出一个来。

常聪慧：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太深远了，比如马尔康对
您的影响，白洋淀对孙犁的影响。然而，现在的很多作家正在
失去自己的地域文化资源，只剩下相似的城市、相似的生活方
式。那么，怎样找到自己的文学属地？

阿 来：有两种诗人，一种是惠特曼式的，追求广大，把美
国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的作家的一片土地，他
是尺幅很大的作家。美国文学要谈诗人，有两个，惠特曼之外
同时代的还有一个是狄金森。她是一个小尺幅的作家，一辈子
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也几乎没有描写过他
人的世界，就是在喃喃自语，而且诗很少超过六七行的。惠特
曼那么宽广，狄金森这么狭窄，但是他们是美国同时代的两个
伟大的诗人。把地域、历史、文化、政治混合在一起书写，这是
惠特曼式的书写，可能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也在走这样的路线；
但是也有狄金森式的书写，他们一味挖掘内心，也能走上文学
的高峰。

程雪莉：我觉得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我想请教您，想象
力能否培养？

阿 来：想象力是否可以培养，我不知道。这是很玄的事
情。我经常问自己想象力是什么，说不清楚。而且写“非虚构”
作品，对想象力没有特殊的要求。过去纪实文学允许我们在一
些细节上有一定想象，复原一些场景，但在我个人的文学观念
当中，既然是“非虚构”就不要有想象性的描述，要摒弃文学想
象。非虚构的经典作品，比如贝克特的《美国梦寻》，讲述100个
美国人已经实现的梦想，或没有实现的梦想。其中的内容全是
他的采访。我想“非虚构”写作应该是那种样子的。

（卫玮/整理）

少数民族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海
外华文文学等其他文学学科，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
仅仅是一种由于文学主体的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文
学门类，更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实践，关联着
丰富的文学现实——包括文类、语言、审美风格、运
思模式、价值观、伦理态度、认识观念的多样性，这
种多样性与中国族群、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息息
相关。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在新世纪以来随
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增加、作家创作与活动的繁荣
而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正
是在这种态势下创办的，之所以称作“多民族文
学论坛”，是因为各民族文学之间已经形成了多元
互动的局面，各民族文学平等交流、共同进步。

7月 20至 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研究》杂志社与大连民族学院联合主办的“2014中
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大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40
家单位、120 位各民族学者共提交了 88 篇论文，对
各个议题进行探讨。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经历了 10 年后的重新出发，此前 10 年的成果已经
凝结为汤晓青主编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
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一书出版，并于此次
论坛首发。

本届论坛议题设定为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
义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二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
学批评的动态、趋势与理论总结；三是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的回顾；四是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术反思。
这个设定预留了广阔的争鸣与论辩空间，实际的发
言与讨论超出了原有范围，在文献资料的发掘、个
案的批评、理论的推进、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等方面
显示了学科过渡阶段的特点。同时可以看出，随着
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中国多民族
文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姑且可以称之

为“问题主导的转向”，即在审美技法、文化传统研
究积累的基础上，侧重对现实关切的问题的针对性
研究。这一方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
方面学者们也有意识增强了文学作为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此次论坛的收获，可以归纳为四大方面。
首先，李晓峰、席扬、谢刚、姚新勇、王菱等学者

通过“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再解读、革命话语与
民族国家话语博弈中的民族文学述评、少数民族身
份与主体性生产的曲折流转，重思社会主义与少数
民族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并且在与诸如德勒兹、
斯图亚特·霍尔及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中，于历史与
审美、政治与情感的交织中寻找到多民族文学的合
法性定位。这是一种宏大视野的再度强调，其背景
根植于对 1990年代以来偏向个人主义研究范式的
反拨。

其次，阿迪里·居玛吐尔地、杜国景、李长中、吴
道毅、张立群、段炳昌、张直心、陆卓宁、哈达、马梅
萍、崔荣、车红梅、郭明军、王玉、杨红、严英秀、王
菊、张羽华、阿荣、包海青、银浩、宝音达、李国太等
分别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
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特别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

学批评的状况。大家还就满族、藏族、彝族、蒙古
族、仫佬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文学，西北、西南、东
北等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女性文
学、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等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其成
就与不足。述往知来，这些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梳理，
指向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思想范式转型——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究。大家注重从更广阔
的范围来观察少数民族文学，发现了之前未发现的
领域和内容，也反思了之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下一
步的深化夯实了基础。

第三，在理论探讨中亮点迭出，比如刘俐俐、李
苗苗、张琼洁利用故事学的理论阐释有关写狐小
说、二十四孝故事的个案研究，卓玛从藏族小说文
本中梳理出的母语思维，穆宏燕、黄玲在纳瓦依研
究和中越跨境的宋珍故事研究中的族别文学比较、
跨国传播问题，在方法论上都有所更新。徐新建、
苏珊、赵静蓉、李元乔、史芸芸等人提出一些关键词
与核心概念，如文学治疗、安全与记忆、动物伦理、
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等，既有民族文学的特殊性，
也具有辐射其他学科与领域的普遍性和前沿性。

第四，关纪新、李骞、龚举善、纳张元、祁晓冰、
张放、李晓梅、陈玲玲、孙诗尧、高云球、晁正蓉、多

洛肯、陈水云、于东新、刘嘉伟、冯文开、汪文学、赵
延花等人的古今作家作品评论，对民族文学、民族
主义、民族性、地域文化与族群互动形成一系列开
放型的文本，显示了沟通古今、联结作家文学与民
间文学的路向，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成果，来
自不同民族、地域、专业的学者们逐渐达成了一个
学术共同体“差异共生”的共识。

对于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现状，可以形容为“文
学的共和”。多民族的“文学共和”（价值的共存、情
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
趣味的共享）通过“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和”
的风貌，这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我
们应该恢复与重新阐释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概念
与观念，将多民族文学的文化文学遗产做创造性的
现代转化。

如果要对本届论坛的特点进行描述，可以说它
体现了学者的人间情怀，感知他人疼痛和创伤、相
互理解与沟通的愿望，走出封闭文化圈的姿态和高
度，追求与开拓多元和谐共同体的愿景和实践。作
为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弦歌相继、薪火不绝，
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也显示了民族文学学科
日益壮大、深化与细化的态势。

差异共生与文学共和
——2014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侧记 □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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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老舍研
究会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
立大学东方系共同主办的

“远东文学研究第六届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老
舍先生诞辰 115 周年研讨
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召开。

在开幕式上，圣彼得
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戈
尔林斯基、中国驻圣彼得
堡领事馆总领事季燕池、
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关纪
新分别致辞，对老舍在中
国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予
以高度评价。会议开幕
式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东方系教授罗季奥诺夫
主持。

来自中国、俄罗斯、
斯洛伐克、日本、英国、
新加坡等国家的数十位专
家学者，参加了为时三天
的老舍研究专题讨论会。
大家围绕着老舍与外国文
学、老舍在世界 20 世纪
文学上的位置、老舍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老
舍创作的海外译介等议
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
探讨。

（陈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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